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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詞”與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路徑
—讀《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

宋登安* * 

一、引言

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文學報刊、文學文體、文學思潮、文學流派

等角度展開。此類研究把文學與中國社會的近現代轉型聯繫在一起，屬於文學外部研究

範疇。從文學內部進行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提倡早已有之，但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並不豐

厚。語言是文學的基礎，在“文白嬗遞”視域下，以“語詞”為切入點，採用統計、歸

納、演繹的方法，從文學內部考察中國文學由古典到現代的歷史新變，無疑具有文學研

究的價值。

晚清民初，文學語言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古典文言漸變為淺近文言與現代白話。

這一時期，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1的詩學主張，使口語大量進入詩歌，

拉近了詩歌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嚴復和林紓在思想與文學方面的“雅言”翻譯，一定程

度上也夾雜了口語和外來新語；梁啟超倡導俗語書寫，在古文中引進了大量的俗語、新

語詞，其別具魔力的“新文體”通過近代報章風靡一時，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晚

清白話文運動過程中，裘廷梁倡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第一次明確標舉了晚清白話文運

動的理論大纛；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魯迅、傅斯年等人，也提出了白話書寫主張。

上述學人在理論與創作兩個方面，推進了白話文學的發展。文學語言的“文白嬗遞”必

然引起文學體式方面的變化。即，文學書寫形態從古典的文言變為淺近的白話，文學體

式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是由語言和文體自身的特性所決定的，從字、詞、

句、段、篇章，不同語言的編碼方式，必然帶來不同的文體效應。從文學語言“文白嬗

遞”的層面入手，研究文學“體式”的變化，是從文學內部對中國文學現代轉型進行深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書寫體式的‘文白嬗遞’研究”（項目編號：21XZW026）階

段性成果。

**	 宋登安，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1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雜感五首》， 陳錚主編，《黃遵憲集》（一） （北京：中華書局，

2019年），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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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剖析的有效方法。

以詩歌為例。中國古典詩歌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固定的“體式”，在格律、音韻

等方面有具體的創作要求，詩人要按照固有的規範遣詞造句。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社

會的現代轉型，在“西學東漸”的衝擊下，傳統的詩歌體式發生了現代新變，詩人的

創作不需要嚴格遵循格律詩的創作要求。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即為黃遵憲、梁啟超、夏

曾佑、譚嗣同、丘逢甲等人認為，在“新民救國”的時代背景下，固有的語詞無法承

載新思想和新觀念，為了表達“新意境”和“新思想”，需要在“古風格”的詩歌中大

量運用“新語詞”。如此，“新語詞入詩”成為詩歌創作的必備要素。整體來看，清末

新語詞的來源主要是日本或歐美的“音譯詞、混合詞、意譯詞、仿譯詞、漢字借詞以及

新詞”。如果對上述分類細分，還可進行更加細微的歸類。除了上述新語詞外，為了表

現新見事物，還存在新型知識分子“自鑄”新詞的文化現象。語言本就是文化，語詞是

語言文化的具體形態，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文學，只有古漢語才能營造中

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美。新語詞入詩撐破了古典詩歌的語言邊界，給傳統詩歌帶來的影響

是顛覆性的，如語詞的變化、語法的變化，由此導致詩歌的句式、音韻、格律也發生了

變化。即，新名詞與古典詩歌的韻律等體式規範存在扞格，對古典詩歌的體式產生了巨

大的鬆動與衝擊效應，導致古典詩歌體式發生了現代新變。同時，新型知識分子為了表

達“新民救國”的時代思想，儘量採用通俗的歌詩、學堂樂歌、民謠、歌謠等具有音樂

性、通俗性，易於誦唱的詩歌類型進行思想宣傳。如，晚清歌詩創作在《新民叢報》之

“詩界潮音集”、《新小說》之“雜歌謠”、《繡像小說》之“時調唱歌”、《安徽俗

話報》之“詩詞”、《女子世界》之“文苑”等欄目展開，成為古典詩歌向現代白話新

詩轉型的重要一環。總之，新型知識分子借助通俗的詩歌形式，兼之以表達新思想的新

名詞，如民族、國家、種族、自立、保國、國魂等等，激發國民在時代危機下的愛國熱

情。這既是晚清“詩界革命”的主旨所在。

進而言之，我們可以從“文白嬗遞”的角度考察文章、文言小說、戲曲等文類，在

中西文化碰撞過程中的現代新變。這種從辭彙、語法、音韻、句式的視角對文學進行研

究的方法，不僅需要研究者要對近現代歷史、思想史、文學史有所掌握，同時需要在辭

彙、音韻等方面的知識儲備。如此，我們才能從文學內部分析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內在

理路，而不是停留在文學思潮、文學論爭等外部研究層面。或許，部分學者認為從語言

學的角度進行近現代文學的考察，是形而下的“器”，不存在一定的文學史與學術史意

義。殊不知，語言是文學的基礎，在“文白嬗遞”的視域下，能夠開闢研究晚清民初中

國文學現代新變的路徑。就筆者的閱讀視野而言，當下已有部分從事近現代文學或語言

學的學者，在這個領域出版了研究成果，在方法上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只是還未引起學

界的關注。如，謝君蘭的《古今流變與中國新詩白話傳統的生成》，2張建民的《國語

2	 謝君蘭，《古今流變與中國新詩白話傳統的生成》（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2017年）。



126

●
 

語
文
建
設 (

香
港) 

第 132 

期 
●

語音與現代白話新詩音韻》，3張虹倩的《早期語言學經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4張

向東的《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5等。其中，張向東近期出版的新著：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在研究方法上頗有借鑒意義。

二、“語詞”與近現代文學研究

張 向 東 教 授 的 《 新 名 詞 、 外 來 語 與 中 國 文 學 的 現 代 化 》 “ （ 以 下 簡 稱 “ 張

著”）”，以語詞為切入點，堅持“論從史出”的原則，採用統計、歸納的方法，對晚

清至五四及建國前後的近現代文學進行了縱向梳理，體現了著者“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的大文學視野。從研究方法層面看，張著通過統計研究法，闡釋了語詞更迭與文學嬗變

之間的關係。即從語詞的現代化的視角，揭示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新變，拓展了近現代文

學研究的路徑。張著體現了中國語言文學，語言和文學不可分割的學科特色。

張著以語詞（新名詞、外來語）為切入點，通過統計、歸納、演繹的方法，對晚清

至建國前後的文學進行了縱向梳理，從語詞的角度解析了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

張著可供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主要有三個層面。

其一，從研究視野層面看，該著堅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文學觀，從語

詞的角度勾連了晚清至建國前後文學的內在關係。張著結構如下：第一章“清末民初

新名詞的流行與爭議”，第二章“新名詞、外來語與清末民初的文學新變”，第三章

“‘五四’作家對新名詞、外來語的使用與新文學的初步現代化”，第四章“革命新名

詞與革命文學”，第五章“感覺新名詞與都市現代性”，第六章“從‘土改’到‘入

社’：新名詞、外來語與農村小說的現代化”。可以看出，張著從晚清落筆，至建國後

五十年代收筆，貫通了晚清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內在承續關係。與一般的研究專著不同，

該著以名著中的語詞為研究對象，通過語詞統計論證了各階段語詞間的延續和新變。以

晚清與五四間的關係為例。張著中關於陳獨秀有言：“從這些新名詞和外來語的使用

上，確實可以看出陳獨秀後來提倡文學革命的某些前兆。”6在論及胡適關於婚姻家庭

的新名詞時，該著說道：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主題之一的“家庭革命”一詞，最
早見於1903年《江蘇》雜誌第七期的《家庭革命說》一文，
而胡適在1908年的《婚姻篇》使用了該詞。《婚姻篇》的主
題，在胡適1919年發表於《新青年》六卷三號的《終身大

3	 張建民，《 國語語音與現代白話新詩音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4	 張虹倩，《 早期語言學經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

5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

6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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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再一次得到闡述。“家庭革命”這一在清末被輕描淡
寫的問題，在“五四”新舊文化論戰中，再次成為新舊交鋒
的熱點話題，足見由新名詞所表徵的新思想、新觀念，在從
清末到五四時期的語言、文學演變中的一脈相承。7

談及魯迅和周作人時，張著有言：“他們清末的文學活動與五四新文學的關係，並不像

陳獨秀、胡適那樣順理成章。然而，我們若從使用新名詞、外來語這個角度去看，卻可

發現其中前後相繼的線索還是十分清楚的。”8作者從語詞承續與新變的角度，勾連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在晚清時期的文學活動。從微觀視域論證晚清與五四之間的關係，

與主流文學史敘述存在明顯區別，為近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視角。這應該是該著別具

意義的地方。

其二，從研究方法層面看，張著採用實證研究方法（統計法和歸納法），通過新

語詞的統計，闡釋語詞革新與文學嬗變的關係。論證過程中，著者以黃遵憲、梁啟超、

王國維、鄒容等人關於新語詞的理論與作品為中心，選取晚清報刊中關於新名詞的代表

性論文、作品進行分析；五四及以後，以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郁達

夫、蔣光慈、殷夫、茅盾、劉呐鷗、穆時英、丁玲、趙樹理等人的名著作為分析對象。

如，魯迅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胡適的《嘗試集》《終身大事》，郭沫若的

《前茅》《恢復》，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分析對象涉及到詩歌、小說、散

文、戲劇、政論文及論文，通過上述作品中新語詞的統計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現

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語詞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

    回顧自清末到1950年代中國文學現代的進程，我們可以
用“維新、革命”“民主、科學”“罷工、暴動”“感覺、刺
激”“土改、合作社”等新名詞和外來語，來分別概括清末、
五四時期、二三十年代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後等不同時期的文
學主題。9

以往的研究，一般從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等層面進行敘述，屬於宏觀的外部研究。

張著通過新名詞統計研究，以新語詞數據及語詞的變化，論證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以具體數據作為證據，無疑很有說服力。同時，從統計方法層面看，著者應該借助了

現代電腦設備，採用了大數據統計法。從著者對大量作品的統計可以看出，著作對新語

詞的統計數量是巨大的，如果不借助現代化的設備和軟體，應該很難完成語詞的統計工

作。詩歌新語詞的統計相對簡單，因為詩歌的文字體量本身不大，如果對單個詩人詩歌

7	 同前註，頁134。

8	 同前註，頁115。

9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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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新語詞進行統計，人工操作是可以完成的。小說、散文、戲劇，本身文字體量就很

大，如何通過人工完成新語詞統計？以字數並不是很多的《革命軍》（作者：鄒容）為

例。“《革命軍》全文共19583字，據不完全統計，使用新名詞和外來語755條（次），

大約每100字中用到4個新詞，這個比例在同期的文獻中算是很高的。”“ 《革命軍》中使

用百次以上的新詞有‘同胞’（124）和‘革命’（104）。”“ ‘奴隸’（73）”“ ‘國

民’（29）”“ 而‘自由’（30）‘獨立’（28）‘權利’（22），則是《革命軍》所宣

傳的‘革命’要義。”0通過上述內容可以看出，以上統計工作如果完全依靠人力是不

可能完成的，只有借助現代化的設備和軟體才能實現。再之，如果把新語詞的統計對象

換成《子夜》《暴風驟雨》《三里灣》《創業史》等長篇小說，人力根本無法完成新語

詞統計與分類的工作。其實，借助現代化的設備和大數據進行辭彙研究，在語言學研究

領域已經大範圍使用。張著借助語言學研究的統計法和視角（新語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

化），對中國近現代文學進行考量和審視，詮釋了近現代中國語言文學的內涵與變遷。

另一方面，從具體而微的新語詞統計表格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著者科學、嚴謹

的治學方法。在分析作品中新語詞“來源”時，著者將其分類為：新詞、舊詞新意、日

語、新造短語、英語等，並明確標注了該語詞的“出處與含義”。單從此方面看，非有

一定的語言學方面的知識儲備和能力，很難將數量龐大的新語詞進行“來源”分類。就

新語詞的“類別”而言，作者將其分為：政治、軍事、經濟、器物、科教、哲學社會、

文藝、稱謂人名、歷史和時間、新聞傳播、醫療、專有名詞、法律、地理、方言、外文

詞、禮儀等。有些大類進一步做了細分，如論述蔣光慈小說中的新語詞時，作者把“政

治”類新語詞細分為：主義、十月革命和蘇聯、黨派、階級、工農運動，及一般類政治

新語詞。作者還根據語言學理論，對帶有“詞語模”的語詞進行了歸類分析。如，晚

清時期以“自由”為詞模的“自由苦”、“自由花”、“自由神”、“自由國”等。再如，

四五十年代表示職業、頭銜的新語詞：主席、社長、組長、主任、委員、員、幹部，

也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詞模。以“委員”為例，有組織委員、分地委員、武裝委員、鋤

奸委員、生產委員、社務委員、監察委員、優撫委員、民政委員。就構詞模式而言，著

者創造性的使用了很多語言學方面的概念。如“X+詞綴”創造的新語詞，在穆時英的

小說中出現的頻次很高；X+色（緋色、保護色等）、X+風（西歐風、日本風等）、X+

味（鬱味、淒涼味等）、X+狂（愛國狂、性慾錯亂狂等）、X+慾（性慾、領袖慾）、

X+化（合理化、浪漫化）等等。穆時英使用和創造的新語詞很多，“而像‘大學幽默

風’‘Jazz風’等少數詞，基本可以判斷是由穆時英創造的新詞。”-這些論斷從語詞

的角度對穆時英的文學創作和貢獻進行了分析，意義別樣。此外，著者在統計新語詞的

基礎上，對作品中的高頻辭彙也進行了統計，並以表格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如《子

0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88。

-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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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高頻詞統計表、穆時英小說中的高頻詞統計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

雨》《三里灣》《創業史》高頻詞統計表等。整體來看，著作中的新語詞統計表並不是

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研究的需要隨時做出調整，表格設計形式多樣。

從選取的名家、名作數量及數據統計表格來看，著者在新語詞統計方面花費了大量

的功夫和時間。雖然如著者所言：對新語詞的統計，“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和難度而難

免紕漏外，本書對特定文本中新名詞和外來語數量、詞頻的統計，由於技術原因……不

能保證百分之百的準確，”=因此可能是不完全統計。但是，我們認為大量的有代表性

的數據，足以支撐著者所要論證的問題。

其三，堅持史論結合的治學理念。著者在研究過程中使用了瀚堂近代報刊資料庫、

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中國近代中文報紙全文資料庫、詞典

網。這些電子資源，一方面可以確定一個語詞是否是新語詞；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著

者通過這些電子資源積累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尤其在論述晚清文學時，以報紙為代表的

原始史料為著者提供了扎實的論據。第一章“清末民初新名詞的流行與爭議”部分，除

了運用套書、專著以外，如《格致彙編》《嚴復集》《翼教叢編》《新爾雅》《近代中

國教育史料》《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

究》等，還有《萬國公報》《江蘇白話報》《教育世界》等，這些報紙關於新語詞的文

章為著者的論證行文提供了一手史料。如，梁啟超《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論

學校》，提出遵循傅蘭雅的辦法“造新字”；《杭州白話報》上發表的《新名詞之雜貨

店》，向讀者解釋了新書新報中的新名詞；《北清煙報》之《新名詞》，《新世界小說社

報》之《新名詞之運用》，《廣益叢報》之《清新名詞之笑話》，《圖畫報》《小說月報》

之《新名詞》，《浙江潮》之《新名詞釋義》，《國華報》之《新名詞時文》，《申報》之

《近日學者喜用新名詞之謬》，《時報》之《新名詞》等文章。著者利用這些報刊，辯

證地論析了晚清新語詞流行的原因。著者充分利用電子資源，以“新名詞”為檢索關鍵

字，根據報刊提供的原始史料，對史實進行縱向梳理，為我們認識和深入瞭解新語詞在

晚清的發展提供了窗口。

當然，著者用“新詞”代指新名詞和外來語，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著者對這一概

念的辨析和理解。梁啟超在倡導“詩界革命”理論時，採用“新語句”這一辭彙。1900

年，梁啟超的《汗漫錄》在《清議報》第35冊發表，他認為：“欲為詩界之哥侖布、瑪

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

成其為詩。”q筆者認為，梁啟超使用“新語句”更多是在強調語句帶來的“意境”，

並非強調語詞本身。這也是為什麼梁氏把“新意境”排在新語句和古風格前面的原因。

筆者認為，梁氏的用詞或許存在偏頗之處。原因如下：古典詩歌在四言、五言、七言句

=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11。

q	 任公，《 汗漫錄》，《清議報》（19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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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限定下，語詞的使用量是有限的，這就是古人為何要“煉字”的原因。完全用“新

語詞”更換古典詩歌中的某一“整句”是做不到的。詩人新語詞的掌握量如何？這些新

語詞如果是三音節以上的語詞，如何入詩？入詩以後，是否影響詩歌的外在的形式規範

和音樂性？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很難解決。這也是梁啟超“詩界革命”理論存在

悖論的原因所在。從詩歌語言角度探討古典詩歌的現代變革，更多的應該探究少量“新

語詞”帶來的“新意境”，及“新語詞”對古典詩歌固有句式（古風格）的影響。語言

本就是一種文化現象，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看，應該把“新語詞”放在首位，並非“新意

境”。

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中採用“新學語”（新語、言語）一詞。王國維說：

“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 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

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w張著認為“新學語”的使用，表明王國維已

初步具備了語言哲學的概念。從王國維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新學語、新語、言語等同

視之。其實不然，新學語、新語是語言層面的概念；言語更多的是指日常生活中人們

的口語（白話、方言），晚清以前並不具備書寫價值。從“新”的角度及時間層面考

慮，口語可能不屬於“新學語”的範疇。但是，如果從地域、空間的角度看，正如張著

所言：“方言也是新名詞，”“ 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貢獻了諸多新的辭

彙。”e“方言也是新名詞”，其論斷來源有二。其一，口語逐漸進入文學書寫語體選

擇範圍之內，當讀者第一次讀到文學作品中陌生的方言詞匯，閱讀感覺與“新語詞”是

一樣的，給讀者帶來的體驗是新奇的；其二，跨地域的方言流動，對流入地區的人們來

說，方言也是新語詞。這種論斷無疑打破了我們對方言（口語）一般意義上的理解和認

識。

由上可見，語言及其相關概念是複雜的一個問題域，語詞、語法、言語、話語等

概念，需要在論述過程中進行辨析，聚焦研究對象。針對複雜的語言概念，張著在《緒

論》部分對新名詞、外來語做了界定：“‘新名詞’與‘外來語’，是指新詞的來源，

前者產自本土，後者來自域外。”r故，張著中“新詞”成為新名詞和外來語的代稱。

筆者在論述過程中更多的是採用“語詞”這一辭彙，出發點與張著中關於“新詞”概

念界定的考慮基本一致，儘量要涵蓋帶有新質的所有辭彙。筆者所謂的“語詞”不僅

包括域外傳來的新語詞，也包括中國本土的白話在內。古典文學向近現代文學嬗變的過

程中，新語詞給文學帶來了異域新質，白話因“新民救國”的需要也大規模進入文學領

域。文學變革的根本性因素在語言，在白話的內在推動和新語詞的外在策應下，中國古

w	 王國維，〈 論新學語之輸入〉，徐中玉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文學理論集二》（上海：

上海書店，1995年），頁720、721。

e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376。

r	 張向東，《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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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學才開始向現代文學嬗變。

三、結語

綜上，以語詞為切入點對中國近現代文學進行研究，存在一定的難度。語言及其

相關概念的理解、辨析，語言哲學的內涵，語言學之詞語、語法、語音等方面，都需要

有所涉獵和積澱。以“語詞”為研究對象，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結合現代語言學的方

法，通過新語詞的統計、歸納，演繹文學的內部規律與現象。另一方面，以語詞為切入

點研究近現代文學是有意義的。在“文白嬗遞”的視域下，通過統計、分析文學作品語

詞的變化，探討近現代文學轉型時文學的內部新變，梳理新文學生成的內在理路及五四

以後文學的變化，這與以文學思潮、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等的研究理路大不相同，在研

究方法與視角方面有一定的創新意義，拓展了近現代文學研究的路徑。

“達 · 芬奇”這個名字譯得對嗎？

姒惜陰

達‧芬奇（或達芬奇）是義大利畫家。原名Leonardo da Vinci，Vinci為其

出生地，Leonardo是名字，意思是來自Vinci鎮的Leonardo。而“達‧芬奇”是

da Vinci的翻譯，意思是“芬奇鎮的”，不是名字的核心部分，Leonardo（列

奧納多）才是真正的名字。在西文文獻中，簡稱時都叫他Leonardo，從來不叫

也不可能叫da Vinci。在古代，地中海地區不少人名均由“名字+出生地”的

形式構成，如醫學家希羅菲盧斯叫Herophilus of Chalcedon，即卡爾西登的希

羅菲盧斯；發明家克特西比烏斯叫Ctesibius of Alexandria，即亞歷山大利亞的

克特西比烏斯，等等。中國以前也有類似習慣，如李合肥、合肥李鴻章，因

為中堂係合肥人氏。所以Leonardo da Vinci應譯“列奧納多‧達‧芬奇”，或

簡譯“列奧納多”。但“達‧芬奇”已為大家習用，要更改也不易。


